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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儒家女性观研究

孟凯
（南京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，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）

摘　要：明代儒家撰写的以墓志铭为主的女性碑传文，既是女性生命历程的完整呈现，又内含着儒家理想的女性观。
与正史、地方志等正统传记资料着重展现女性贞、节、烈等极端道德行为不同，碑传文的叙事风格更为生活化，不仅一定

程度上扭转了碎片化理解女性的格局，而且主张应当从日常行为中全面认识女性。从碑传文中可以看到，明代女性不仅

不是男权社会的被动接受者，而且还是具有自觉意识的独立个体，她们对于婚姻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，甚至也具备自我

塑造的能力。明儒还通过对非女性专属德行的称赞与表彰，把女性身份从家庭扩展到社会，揭示出明代女性在家族事

务、社会救济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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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２０世纪初由陈东原开创的“压迫—解放”范
式堪称中国传统女性研究的典范①，受此范式影

响，传统儒学也常被看作束缚女性的“旧道德”的

理论基础，从而遭到广泛批判。由于旌表制度化，

以及儒家贞、节、烈等道德观念不断强化，据统计

明代的节妇烈女人数为历代之最②，因此明代也

被认为是我国女性最受压迫的历史阶段。也有学

者认为“明朝受王阳明‘心学’影响，女性伦理道

德教育空气浓厚，卫道士们正式提出‘女子无才

便是德’的理论，限制女性才智发挥，致使妇女多

不识字”③。这是有关儒学与女性关系的典型表

述。然而笼统地认为儒学是压迫女性的学说，往

往经不起推敲，并没有深入其思想内部一探究竟。

在儒学与女性关系问题的探索过程中，发现传统

束缚女性的“旧道德”中到底包含多少“儒家

性”④至关重要。诚如汤一介先生所说儒学研究

应具备三个视角：政统、道统与学统，其中前两者

可以合称为“意识形态儒学”，由于它们具有时代

局限性与排他性，值得现代借鉴的东西并不多，我

们现代儒学研究应特别重视学统意义上的儒学，

使“儒学的研究不必政治意识形态化，让学术归

学术”⑤。在我国传统女性研究中，意识形态儒学

受到较多关注与批判，而学术形态儒学由于较少

直接讨论女性主题而常被忽视，因此这方面尤其

值得深入研究。以女性主题而言，正史、地方志的

《列女传》系统基本属于意识形态儒学产物，而儒

家撰写的更为生活化日常化的女性碑传文，则可

以看作学术形态的儒家作品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

来，意识形态儒学基本被荡涤无余，由其书写的女

性叙事也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，而女性碑传文

由于较少受意识形态约束，也没有过多功利诉求，

在女性叙事方面既可以符合儒家理想而又不失生

活化形象，避免了意识形态作品中女性形象僵化

的弊病。更重要的是明代儒家对于撰写碑传文尤

其是女性传主，一向持谨慎态度，王阳明在《凌孺

人杨氏墓志铭》中说：“吾于铭人之墓也，未尝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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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易；至于妇人，而加审焉，必有证矣。”①之所以

不易，是面对由家人提供的丰富材料，拣选与评价

都存在困难，这需要儒家的“编撰与建构”②。因

此，由明代女性碑传文管窥儒家女性观是对儒家

经典的补充与拓展，可以拓展儒学与女性主题研

究的思路，或可得出不一样的结论。

一　明代碑传文中女性叙事风格的
转向

与明代正史系统的女性叙事相比，女性碑传

文的叙事风格具有明显的转向特征，由专注于展

现女性极端道德行为的叙事风格，转向褒扬女性

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德行。这种转向与明儒对女性

极端道德行为的深刻反思不无关联，同时也体现

了学术形态儒学与意识形态儒学在女性叙事方面

的分殊。

正史、地方志的《列女传》作为意识形态产

物，往往侧重于展现女性贞、节、烈、孝等碎片化的

人物形象，叙事也多是只言片语，相当于把女性进

行符号化处理而非展现活生生的人。对此清人在

编撰《明史·列女传》时就已认识到问题所在，

“刘向列女传，取行事可为鉴戒，不存一操。范氏

宗之，亦采才行高秀者，非独贵节烈也。魏、隋而

降，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，杀身殉义之事。盖睝近

之情，忽庸行而尚奇激，国制所褒，志乘所录，与夫

里巷所称道，流俗所震骇，胥以至奇至苦为难

能”③。尽管清代史家对明代旌表制度与女性奇

激行为的关系有所反思，但是清代仍延续该制度，

正统史家也倾向于收录行为奇激的女性，甚至包

括一些荒诞不经的女性事迹，如姚孝女、招远孝

女④等。而地方志《列女传》则大多直接题为“贞

节”“烈女”⑤，甚至更加突出女性为了实现节烈道

德而选择自残、割股等极端行为⑥。

与正史系统相比，儒家女性碑传文则展现出

迥异的叙事风格，不但较少提及女性极端道德行

为，而且还着力于塑造日常生活中的贤妇人。尽

管碑传文不乏溢美之词，但“其背后还体现着撰

述者对于写作内容及表述方式的斟酌与选择，也

透露出当时士大夫的观察与思考，特别是教化的

导向”⑦。陈东原认为贤妇人有三类：其一，丈夫

懦弱而能自理家务不受人欺负；其二，丈夫不肖而

能整饬家务不至破产；其三，丈夫去世孩子年幼而

能教养其子以至兴隆家业⑧。他指出这三类在古

代社会条件下都很难做到，第三类最难且不曾见

到。但是考察明代女性碑传文，会发现第三类贤

妇人比比皆是，黄绾《先母太淑人墓志》记述其母

勤俭持家，靠典卖首饰置田五十亩，经过二十余年

操持，使黄家田产多达千余亩⑨；焦《郑母吴孺

人八十序》记载了一位承担族长职责“始聚族而

谋创为宗祠，妥先灵，合群族”的贤妇人瑏瑠。我们

以最具代表性的碑传文类型———墓志铭为例，来

探究女性碑传文的一般特性与叙事风格。墓志铭

一般由墓志序、墓主家世、成长经历、功德、生卒年

月、子孙后代、铭（颂词）等七部分组成，其中“功

德”部分最重要。如邹守益为欧阳德之母撰写的

《封大淑人欧阳母萧氏合葬墓志铭》。首先，邹守

益介绍了欧母“卒于京师，上闻之，锡祭葬如制”

的写作背景以及与传主之子的关系，“益与少宰

友善，同学于阳明先师”，并与聂豹、罗洪先吊唁

其丧，受嘱托撰写墓志铭。第二，追溯欧阳氏与萧

氏显赫的家族史，分别上溯至唐代与元代，以此彰

显墓主的不凡身世，借此说明优良家世是造就贤

德之人的必要条件，由此也突出女性的重要作用。

第三，简述欧母成长经历，特别提到“卜者言当

贵，必以与宦家读书儿”的预言。第四，通过“不

与邱嫂、仲嫂校劳逸。
)

粥取最薄者，而推其厚以

食田夫”等妇德事例，说明欧母“妯娌和睦”“善事

舅姑”“勤俭”“抚孤”等德行。其中尤引人注意的

是，明代讲学活动盛行，士人多出外赴讲会或聚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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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学，而无论外出还是在家，都离不开女性相助，

欧母即是如此。据载欧父“远游迁安，廪于庠”，

欧母即“出所织布及簪珥为助”，欧父“复泰和学，

名誉日起”，宾客渐多，欧母则“豆肉筐果，率蓄缩

以待”。第五，盛赞欧母临终之从容不乱，“子孙

列前，备述耳目睹记”，“卒之先三日，犹纫针缝

制”等事迹，说明欧母对于生死能平和处之，最终

以八十九岁高龄寿终正寝。第六，介绍欧母不仅

四世同堂，而且子孙蕃茂，共有十六位直系子孙，

可称“五福咸备”。第七，以骈文颂词结尾，总结

其一生①。这种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女性传记

与儒家理想基本一致，“德”居首位，“福”因“德”

而实现，这不仅指向女性，更针对所有人。

这种由片段化到整体化、极端化再到日常化

的叙事风格转向，与明儒对社会普遍重视女性极

端行为的反思有莫大关系。他们认为把“不幸”

“至苦”看作女性的德行，不仅违背儒家中庸之道

也有违人之常情。罗洪先即说：“自后妃以下，非

其夫与子之贤，则皆不幸之极，与流离饥困之余者

也。夫不幸之极，非人所深愿；而流离饥困之余，

则将益远于人。”②从而认为儒家应当更重视“非

有烈节奇行”，而“徒以言教子，卒有述于后世”③

的女性。明儒对女性极端行为的反思与纠偏，主

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。

第一，批判女性“死节”（烈）。吕坤认为死节

纯粹是世之好异者为之，而造成“重死妇，轻守

妇”④的不良社会风气。明清之际陈确对此思考

更为深入，他在《死节论》中主张以“义”为标准评

价人的行为，“死节岂易言哉！死合于义之为节，

不然，则罔死耳，非节也。人不可罔生，亦不可罔

死”⑤。所以他把不符合“义”的“死节”称为“罔

顾是非”，指出“凡子殉父，妻殉夫，士殉友，罔顾

是非，惟一死之为快者，不可胜数也。甚有未嫁之

女望门投节，无交之士闻声相死，薄俗无识，更相

标榜，亏礼伤化，莫过于此”⑥。明儒对于死节的

反思，不惟针对女性也是面向所有人，这正是儒家

重视传统的体现。

第二，反思女性“残身”行为，主要包含两类：

一是为守节而自毁身体；二是为尽孝而割股、割肝

奉亲等行为。其一，对于女性自残守节行为，欧阳

德曾借女性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说：“至于

行全而形残，节成而身毁，节父妇视之，固有余

憾。”⑦又说：“志必不可夺，鼻何用必断也。”⑧也

即是说明代儒家主张在保全身体完整的前提下实

现道德行为，在他们看来，即使目的正当而手段过

于残酷的行为也不足取。其二，对于割股奉亲行

为，明儒的反对态度更为直接，因为这不仅与“身

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的古训相背，而且

此种行为本身也愚昧不近人情。吕籹认为割股奉

亲虽“根于天性之良，其至诚之发”，但是“由有道

之后而论之，则为过矣”⑨。张履祥在《辨惑》中对

更极端的“刳肝奉母”进行了批判，他认为此类孝

子属于“孝未有当也”瑏瑠，并引曾子“大孝尊亲，其

次弗辱，其下能养”的古训，进而指出“股非庸

行，虽不忍没孝子之实，然未可取为天下之法

也”瑏瑡。他更强调道德行为的普适性与可推广性，

“凡事之不可共由，不可与能者，圣人不以立教，

君子不为也”瑏瑢。明儒对于女性建立在牺牲生命、

损伤身体基础之上的道德行为的批判，与明儒倡

导“保身”思想不无关系。王艮《明哲保身论》指

出：“若夫知爱人而不知爱身，必至于烹身割股，

舍生杀身，则吾身不能保矣。吾身不能保，又何以

保君父哉？此忘本逐末之徒，‘其本乱而末治者

否矣’。”瑏瑣其后学耿定向也著有《明哲保身说》瑏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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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德：《欧阳德集》，陈永革编校整理，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，第７０４页。
吕籹：《吕籹集·泾野子内篇》，赵瑞民点校整理，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，第１４３页。
张履祥：《杨园先生全集》，陈祖武点校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，第５６８页。
张履祥：《杨园先生全集》，陈祖武点校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，第８５１页。
张履祥：《杨园先生全集》，陈祖武点校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，第５６８—５６９页。
王艮：《王心斋全集》，陈祝生等编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，第２９页。
耿定向：《耿定向集》，傅秋涛点校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，第２８８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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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说，明儒对女性极端行为的反思，正是明代儒

家强调身体重要性的“保身”思想的重要组成

部分。

由此可见，明儒对女性极端道德行为的反思，

正表现出与正统《列女传》几乎相反的态度。若

仅以《列女传》系统来证明割股奉亲就是“儒家精

英知识分子以女性身体玉成自身孝义及自我主体

建构的需要”①，从而把儒学看作压迫女性的学

说，无疑罔顾女性碑传文等文献所呈现的另一种

形态的儒家女性观。与《列女传》系统特别突出

女性自我牺牲与家庭附属角色不同，儒家女性碑

传文更多把女性看作完整的生命个体，认为她们

不仅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，而且还是自我形象的

积极塑造者。

二　女性的自觉意识与自我塑造
在传统女性研究中，受“压迫—解放”研究范

式影响，女性多被看作是男权社会的被动接受者，

她们往往被视为“‘无我’且‘无能’的家庭照顾者

和男性依附者”②，被士大夫记录的有德女性也被

视为男权的受害者。但是在女性碑传文中，这种

所谓被动受压迫的女性形象却发生了重大转向，

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女性自觉意识在明儒笔下得到

伸张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女性不只是被塑造而且还

主动自我塑造。

明儒在碑传文中伸张的女性自觉意识主要体

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第一，女性对于婚姻的自主

意识与自我认同。以往相关研究，更多突出女性

在婚姻问题上的受迫性与被动性，女性被塑造成

没有任何自主选择权的弱势群体和受害者。但是

从明代女性碑传文来看，以女性没有子女选择守

节来看，在传统社会条件下，这种行为往往不会得

到夫家与母家的支持，但却可以得到社会道义的

支持，而且还受到制度的保护，其目的正是为了尊

重女性的自主选择避免其受夫家和母家强迫，碑

传文就凸显了这一点。一般而言，女性年轻守寡

或未嫁夫死，父母都会规劝或强迫其改嫁改聘，相

关研究也显示明代寡妇改嫁并不鲜见③。于孝道

而言，女性应当听从父母安排，但是她们往往会不

顾父母劝诫，动辄以“誓不相见”胁迫父母。罗洪

先《前村黄节妇传》中的黄氏不仅啐骂娘家来劝

说之人，还从此与娘家断绝往来十余年④。或以

残身断发明志，吕籹《节妇张氏传》中的张氏守寡

时不到三十岁且无子，其婆母“欲夺志嫁富人”，

张氏不从，“姑夺之力，张乃夜髡，明心不二。迟，

发长，又夺之，又髡”⑤。更甚者即以死相逼，结果

父母只能妥协。对于这些女性，明儒并不只是赞

扬她们能以“失节事大”自守，更主要的是对她们

这种自觉意识的称赞。由此言之，若一概认为女

性守节全是无奈而被迫的结果，则罔顾女性主动

参与和自我认同的部分事实，高彦颐曾提出“以

三重动态模式，取代‘五四’父权压迫的二分模式

去认识妇女史。三重动态模式，是将中国妇女的

生活，视为如下三种变化层面的总和：理想化理

念、生活实践、女性视角”⑥。其中女性视角尤为

重要。古代女性的不幸固然值得同情，但女性对

于婚姻、节义的自觉意识也不容忽视。与此相应，

明儒在女性碑传文中还特别强调一些男性践行常

被认为专属于女性的德行，如守节。焦《光禄

寺署丞沈君道明暨王令人墓表》记载：沈氏夫妇

感情甚好，王令人去世后，“君念其贤，为终身不

娶”⑦。徐枋《吴子元配徐硕人墓志铭》记载：明清

鼎革之极，国难逢家难，徐夫人“率家累变姓氏，

流离转匿，始终祸患者七年，而一病遂以不起”，

于三十岁病故，其夫“吴子遂终身不再娶”⑧。王

弘撰《故庠生动宇雷公暨配徐氏合葬墓志铭》记

载的雷公夫妇更是惊人，雷夫人去世时“公年五

十矣，即誓不再娶”⑨，而雷公寿至九十七岁，也就

是说近半生鳏居，这在当时的社会很难想象，足见

夫妻二人感情之深。以此反观女性守节，又岂能

完全规避情感因素而生的自觉选择，以及由此对

道德观念的自觉践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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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
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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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

⑧

⑨

徐鹏：《谁之身体，谁之孝？———对明清浙江方志记载女性“割股疗亲”现象的考察》，《妇女研究论丛》２０１５年第５期。
柯倩婷：《训诫女人：儒家女教的知识生产与话语机制》，《妇女研究论丛》２０１６年第３期。
陈剩勇：《理学“贞节观”、寡妇再嫁与民间社会———明代南方地区寡妇再嫁现象之考察》，《史林》２００１年第２期。
罗洪先：《罗洪先集》，徐儒宗编校，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，第７２４页。
吕籹：《吕籹集·泾野先生文集》，米文科点校整理，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，第１００６页。
高彦颐：《闺塾师：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》，李志生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，第９页。
焦：《澹园集》，李剑雄点校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４０１页。
徐枋：《居易堂集》，黄曙辉、印晓峰点校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，第３４４页。
王弘撰：《王弘撰集》，孙学功点校整理，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，第９３６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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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女性的自我塑造。应当说矢志守节更

多彰显了女性自觉意识的消极方面，而自我塑造

则体现了女性自觉意识的积极方面。张元忭《节

妇谷氏传》就充分表明女性在自我塑造过程中的

自觉性与主动性，甚至可以说传主谷氏自己主导

了自身形象的建构。谷氏通过宣扬遇虎故事，既

成功彰显了守节的决心，又使娘家人在公众舆论

的压力下放弃强迫其再嫁的念头。录其大概以

观之：

节妇谷氏者，乾溪许德妻也，年二十

四而寡，家甚贫，子女皆在提抱，妇矢志

甘荼苦，所亲劝之更适，辄号恸欲死。一

日，其伯氏潜纳富人聘，将绐致妇。妇觉

之，仓皇挈其儿，逾越垣奔父家，至马赵

岭，日已暮，值虎，儿怖弗敢前，妇前祝

曰：“我未亡人也，当为虎食，食我，不者

且辟我。”虎视妇良久，卒掉尾去，于是

妇之节闻里中。①

在整个遇虎事件中，可以说只有谷氏一个人

是真正的亲历者，因其子年幼“在提抱”，并不具

备传播故事的能力，也即说事情到底如何外人无

从知晓。谷氏很清楚如何保证最大可信度地“讲

故事”，她非常纯熟地运用老虎主题，并充当“自

媒体”传播故事。至于张元忭肯定也思考过谷氏

故事的可靠性，但是他仍然认可谷氏的行为，并为

之作传，说明作者不仅认可她矢志守节这件事，更

看重她自觉意识的觉醒与坚守的决心。另一方面

在明儒的笔下，女性的自我塑造亦表现为对男性

权威的质疑与挑战，以及对女性价值观的坚持。

耿定向《祁门李节妇传》中的李门谢氏就是如此。

谢氏在丈夫去世后，曾向族兄谢惟仁请教是否应

该殉夫，其兄虽承认“从一而终，义也”，但是并不

希望她殉死，就以祖婆母健在应奉养劝其活，之后

谢氏祖婆母、婆母皆死，谢氏又问是否应该殉夫，

谢惟仁以公爹健在劝其活，之后谢氏公爹亦亡，谢

氏又求死，谢惟仁再以“犹有母在，忍耶”之辞劝

之。多年之后其母亦亡，谢氏仍然求死，谢惟仁只

得说“事居送往，女节殚矣，即不死，无负李氏子

也”。但是谢氏认为谢惟仁所说前后矛盾，无法

使她信服，断然否定了族兄的建议，毅然决定绝

食②。该传记的情节反复波折堪比小说，尤为引

人注意的是整个事件中谢氏的自觉意识无疑大于

他人的意愿。反对者自然可以说谢氏受传统贞节

观念荼毒过深不能自拔，但反过来看，践行自己认

定的理想信念不正是自觉意识的体现？谢氏在与

谢惟仁的交流中逐渐否定其判断与建议，选择了

自己认定的价值理念，正是其参与自我塑造的明

证，其遭遇当然值得同情，但她对信念的坚持同样

值得我们尊重。

第三，女性的非性别属性德行得到进一步彰

显。从碑传文中来看，明儒在褒扬专属女性的

“女德”之时，也非常乐于记述女性身上非性别属

性的德行。事实上，明儒特别强调在德行方面女

性与男性之间的互通性，明儒描写的女性往往兼

具女德与一般德性特征。吕坤《王节妇墓志铭》

就描写了一位集贞节、诚信、善教、助学等德行于

一身的马氏夫人。其次子聘郑氏女，未娶而女目

盲，郑氏请求解聘，但马氏却说郑氏女“吾妇也，

不幸而瞽，夫家且弃之，庸将安归”？毫不嫌弃，

迎娶入门。正如儒家所描写的许多有德女性一

样，马氏还略通儒家经典，她尝引《礼记》“寡妇之

子不可与交，谓无见”的古语训诫两个儿子，“儿

不行无义方，吾必令而有见，交必端士，言必当理，

行必正道，非是则让责之”。恐怕一般男子也未

必有如此气魄。其后她获得朝廷旌表，又将所获

“饷数十斛，命儿给诸生之贫者”③。通观马氏墓

志铭，会发现吕坤并不特别说明她如何含辛茹苦

守节，而是就一般无性别差异的德行着笔。明儒

也特别希望女性通过平常之德赢得社会尊重，而

非专以苦节苦行实现自身价值。张履祥《陆母倪

孺人传》记载：倪氏未嫁前，未婚夫陆生失明，陆

家欲退婚，但是倪氏以为不可，终嫁之。仅此举就

为她赢得了陆家上下一致的敬重，也奠定了她在

陆家的地位，传记说她“入门，拜于祖舅姑，祖舅

姑拜之。拜于舅姑，舅姑亦拜之”，这样的礼遇在

传统礼法社会中可谓绝无仅有，以至倪氏先于夫

死，临死劝夫不要以丧制而耽误续弦，但是其夫

“重其义，鳏居以老”。张履祥评价说：“若夫若

妇，可谓各得其道矣。然特庸行之常，无如及之者

罕，从而震异之”，“虽没世名不称，固无憾。”④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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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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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
张元忭：《张元忭集》，钱明编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，第２４８—２４９页。
耿定向：《耿定向集》，傅秋涛点校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，第５９９—６００页。
吕坤：《吕坤全集》，王国轩等整理，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，第５２７—５２８页。
张履祥：《杨园先生全集》，陈祖武点校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，第６１７—６１８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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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女性碑传文中，可以看出女性绝不是被当作

男性的替代品与附属物，而是具有自我精神的独

立主体。

正如罗伦在《双节堂记》中所说：“妇人为男

子可乎？曰：可。曰：何由知其可也？以其行也，

非以其质也。”①也就是说，先天的性别差异并不

是男女的本质区别，二者的区别更多在于后天的

行为与社会分工，以及由此形成的伦理道德，而这

也是儒家“人禽之辩”的核心问题。所以儒家所

谓男女可以互相转化，就是从伦理道德层面上讲，

这也是聂豹《贞烈亭碑记》中所讲“丈夫失道，道

在妇人”，“天下绝学，学在女子”②的意思。明儒

通过对女性自觉意识的彰显，突出了两性在德行

上的平等，故而若仅以“男尊女卑”来概括传统两

性关系，是有失偏颇的。通过明儒的视角可以发

现，女性不仅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，而且还是积

极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。某些道德要求不仅不

是男性强加于女性，而且男性还非常认同且亲身

实践。

三　女性身份的社会化延伸
明代女性与其他任何朝代相似，当然不存在

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权，女性确实也更多被规范

在家庭内部，其角色一般也只是由女儿向妻子再

到母亲的单向度推进。她们确实也常因这几种身

份受到褒扬，明初大儒薛蠧即赞美朋友之母刘孺

人：“为女而克著其贤，为母而克尽其慈，为妇而

克尽其孝。”③但尽管没有现代意义的男女平权，

却并不妨碍明代女性可以扮演多重角色实现多元

价值，有些女性甚至可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。深

入考察女性碑传文，我们可以发现明代女性的身

份角色的多元化，明儒对她们身份的褒扬，也已超

出传统视阈，尤其是女性的社会角色受到极大

关注。

从明代女性碑传文来看，女性参与社会活动，

又因其特有的性别优势，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不

容忽视的作用。女性身份的社会化，明儒特别强

调了这样两个方面。其一，家族事务中女性的功

绩和德行。女性得以参与家族事务，与其自身的

经历与能力密切相关，儒家对此并不讳言。顾宪

成在《高室朱孺人墓志铭》中记载：高攀龙的嗣母

朱孺人在未嫁之前，其父就令她赞理家政，以致

“内外一切井井就理”，嫁入高家后，又总揽高家

事务④。即使在家庭内部，有的女性还要承担超

出家庭范围的家族事务，家族虽然也是血缘的集

合体，但其规模与性质已不是家庭所能涵盖，相对

于家庭而言，家族就是“社会”。女性抚养本族子

侄⑤，帮助本族贫困者，乃至团结家族重建祠堂⑥，

都可以说是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的开端。罗钦顺

《赠淑人范氏墓碣铭》中的范夫人就是如此：其丈

夫与叔伯因“诖误谪戍远方，群从子癙六七人，皆

孱弱无依”，范夫人则“收恤提携，衣之食之，时有

缺遗而补益之，恩勤备至。及长，复选求名家女，

以完其室家。由是皆礛成立，生事日广，门户复大

振”⑦。吕籹《杨节妇赵氏墓志铭》中的赵夫人更

是天纵英才，她不仅善“属辞造语，宛若士流，左

右手皆能运笔，字法亦遒劲，若剪裁刺绣，虽良工

弗及也”，而且还是一位博物学家，通晓古玩鉴

定，“善识杂物，凡亲党间得金玉珠石器件及古图

画难别者，必皆曰：往问杨姨。则即与定辨真赝，

或持以示博物君子，无弗以为然也”。更重要的

是她能在丈夫、父亲、女婿相继过世后，身兼夫家

（杨氏）、娘家（赵氏）、婿家（蔡氏）三族之重任，

保持“杨氏不衰，其兼干赵氏之蛊，旁理蔡氏之

家，或以比诸健丈夫云”⑧。可以说参与社会活动

何必分内外，赵夫人虽身处内闱，但并不妨碍她运

筹帷幄之能。

其二，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功绩与德行。女性

参与家族事务已经预示着她们走向社会的可能，

而其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又有“隐性”与“显性”

两种。第一，所谓隐性参与，主要指女性作为妻

子、母亲为丈夫、儿子出谋划策助其成事，在此过

程中女性一般居于幕后。前文的赵夫人即是如

此，吕籹说其“诸亲党之有官政者，或以疑事滞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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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伦：《一峰文集》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卷六。

聂豹：《聂豹集》，吴可为编校整理，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，第１０９页。
薛蠧：《敬轩集》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卷十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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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来问，节妇无不与立剖中合理，有时手答诸甥婿

书，语皆恳到可诵”①。从吕文中根本看不出诸如

传统所谓“牝鸡司晨”等反对女性参与社会政治

活动的信息。事实上，儒家观察到女性慈爱之心

优于男性，其丈夫、儿子做官为政，女性进之以良

言，往往能纠正男性过于刚强而带来的弊端。也

就是说，女性的参与一定程度上是对男性不足的

弥补，体现了儒家由阴阳而男女的和谐互动。马

理《明敕封李淑人墓志铭》中的李夫人就常规劝

做刑官的丈夫：“刑戮加人，重者死，轻者辱，夫小

人恶死，为其不可生也，君子恶辱，为其不可雪也，

故先王慎焉。与其误死，宁误生；与其误辱，宁误

容。误生误容犹可悔也，死且辱无及矣。君其慎

之哉？”②由于在这些事务中女性并不直接参与，

因此也被称为“隐性参政”③，尽管女性通过较为

隐性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，仍不能说她们真正走

向历史前台，但是有时她们却通过直接参与社会

救助等活动，直面世人，这足可以称为“显性参

与”。第二，所谓显性参与，主要指女性直接参与

社会活动或在社会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。明儒表

彰的此类女性尤多，方孝孺《童贤母传》中的童

母，即是一位济世为怀的女性，传记曰：元末天下

大乱，浙江宁海一些地方大家族，借为政府收租税

之机，大肆盘剥，“每亩征米四升，小民以为病。

会贤母家为里正，催民租税，命减其半，不足宁出

己粟以输乡闾，贫弱赖以不困”。至“洪武初，宁

海及临县饥，里中富人以麦贷贫乏者，每麦斗责谷

二斗三升。时贤母家有麦数廪，召诸子曰：饥者众

而吾家幸有余，安忍乘时取倍?之息。若等无效

它人，宜减息一斗，以为乡率”。并且还向县令建

议“禁多取息以病民者”④，希望通过公私两方共

同努力，扶危济困。对于缺少完整公共救助体系

的古代社会而言，大家族往往承担了重要作用，而

在真正面临危难时，家族女性长辈的态度又至关

重要。对于那些积极参与社会救济的女性，明儒

不吝溢美之词也不惜笔墨大书特书。胡直《诰封

贺母周宜人墓志铭》载：明代中后期凤阳大饥，人

相食，为此贺母变卖首饰购置粮食赈济灾民，“所

活者至不可胜数。至今凤民归德贺公，乃不知赞

决自宜人也”。后来其家乡又遭旱灾，她又把儿

子“前后寄养百余金，悉令人买谷分济”，而修桥

补路亦是常事。更令人称奇的是晚年“乃取积券

可千金，火之”。胡直这样评论道：“宜人固群然

闺流也，始未尝事诗书，然为孝至欲捐身，为慈活

可千余人，则视世之冠缨业诗书、口仁义者，乃未

能涔流润泽尺寸者，何其径庭哉！”⑤以传统名实

相符的理论而言，居何种地位就当担负相应的责

任，若言女性处内而无外在职责或较少承担外在

职责，那么对于女性积极参与社会救助行为的褒

扬，就没有理论根据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

把女性自然地看作社会成员，应该承担社会责任。

另一方面，明儒还把女性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

的原因归为儒家思想或儒学家风的影响。从女性

碑传文来看，这些女性大多通晓儒家经典《论语》

《诗经》《孝经》等，而非只读传统的女性读本《女

四书》《列女传》等。吕籹《丘母黄氏墓志铭》就把

女性家族的儒学渊源看作女性成就功德的重要原

因：黄夫人夫家“豪于崇安”，但她并不为富不仁，

而是竭力劝导丈夫“‘积而能散，庶非守肤，遇贫

不恤，岂见义勇为者哉！’于是处士用其言，发粟

数百斛以拯穷乏，乡闾赖以不困焉”。而且其德

行还具有持续性，以致把帮助别人当作自己应尽

的义务，“凡病不能药者，资之医；死不能葬者，资

之棺；生女不能举者，资之粟；男不能娶、女不能归

者，资之币与妆；见邻妇寒者，资之衣”⑥。吕籹特

别提到黄夫人的远祖是朱子高足黄?，也就是说，

吕氏认为正是由于黄氏的家学渊源才使她有充分

的认知，以至能承担起社会责任，并由此称得起

“女中豪杰”。

由此可见，明代女性绝非完全被束缚于家庭，

没有机会参与任何社会活动。女性不仅可以参与

一般只有男性才可以参与的家族事务，而且可以

通过丈夫、儿子间接参与政治事务，还可以走向社

会前台直接参与社会救助等活动。通过这些社会

活动为自己赢得社会声誉，也会吸引其他女性向

她们学习，王恕《故奉直大夫四川守韩公太宜人

赵氏墓表》中的赵夫人即以贤德名闻京城，“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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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籹：《吕籹集·泾野先生文集》，米文科点校整理，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，第７８５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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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为京宦者闻其贤，亦有遣其室往师之焉”①。可

以说，女性不仅具有相当普遍的社会担当意识，对

于国家民族危亡，女性也有自己的判断与担当。

明末天下大乱，社会各阶层都卷入其中，面对匪寇

猖獗、满清扩张，很多女性也奋力参与抵抗。张履

祥《言行见闻录》载：崇祯四年，王嘉胤犯沁水，城

寨无人主事，霍夫人“躬率僮仆守御，贼环攻之，

堡中矢石并发，伤贼甚众”，坚持到四日后救兵

至，城寨由是被称为“夫人城”②。孙奇逢记载：甲

申年，张公守卫倡城，赵夫人“辄出冠帔簪珥犒士

曰：‘此朝廷所赐，当为朝廷所用之。’”③可见，在

传统单向度平面化的女性观之外，女性的形象其

实很立体多元，通过发掘更多的相关资料，我们才

可以真正全面地审视传统女性。

结语

通过对明代儒家所撰女性碑传文的考察，

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建构的“压迫—解

放”研究范式并不能使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古

代女性与儒学的关系。在当前我国古代女性研

究中，往往又呈现治儒学者不关注女性问题，而

女性问题研究者又不治儒学的问题，在此情形

下相关研究很难有所突破。明代是我国儒学发

展的重要历史时期，阳明心学的出现，更加彰显

了人人具足的“良知”，使原来壁垒森严的男女

之防有所松动，公认的明代最具男女平等意识

的李贽，即属于阳明后学。而被认为是明代儒

家压迫女性最有力的证据———“女子无才便是

德”的主张，也被证明与儒学并没有直接关系④。

也就是说，在古代女性与儒学的关系研究中，不仅

要把重心放在《列女传》等传统研究资料上，还要

把目光扩展到非传统的女性叙事中，其中女性碑

传文作为儒家重要的女性叙事资料，应当成为研

究明代女性与儒学关系的一条进路。同时，这也

是对现代女权主义乃至“儒家女权主义”⑤建构设

想的回应。总而言之，传统儒学在古代女性研究

中不应只被当作障碍，其优秀资源应当被充分发

掘与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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